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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传播学视阈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
＊

温庆新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２）

［摘 要 ］ 基于文献传播学的古代小说研究，可从文献及其载体的文本信息源、写作者、文献传递者、

传播渠道、传播手段及传播环境等加以展开。不仅要重视古代小说文献本身的存在状态与动态变 化，也

要注意古代小说的文献载体形式及不同载体间的文本异同。同时，亦应探讨文献载体的传播途径 与内容

阐述对古代小说流布的影响，关注历代制度政令、社会舆论、风俗习惯的变化对古代小说文献及 其载体

传播生态的影响。当文献的载体形式及其动态变化、记录的版本与记录内容的真伪、文献记载所 提到的人

事及其与时代的关联性等信息，可被确定或大致确定时，即可据以探讨古代小说尤其是通俗章 回小说的

成书时间、作者问题、版刻系统、传播历程等内容。

［关键词］ 文献传播学；古代小说；《水浒传》；《随园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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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初建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现代”范式以来，百余年来学界有关古代小说的研究取得了

长足进步，解决了诸多难题，然仍有诸多未定之论。尤其是对明清时期“世代累积型”通俗章回小说的成

书过程、成书时间与作者问题的探讨，研究者往往各执己见，莫衷一是。因而，转换研究思路，调整研究

方法，或许是推动相关研究持续深入的有效对策。从文献传播学视阈研究古代小说即是此中的一种有益

尝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学界虽然对文献传播学理论进行了诸多探讨，却较少进行实践操作，更别

说以之为古代小说研究的指导。

文献传播学的研究范围是在充分把握文献、传播的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探究文献与传播二者之间

的关系。文献传播学研究者一般认为文献是以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为主要记录手段的一切知

识的载体。它亦是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客体。文献在传播过程中，易受到传播时所固有的社会结构（如

知识结构、受众人群、阶级身份等）、政治环境（如制度、政策、政令等）、经济环境（如商业环境、消费水平

等）、文化教育（如道德、舆论、风俗习惯、教育水平等）、技术手段（如印刷技术、信息传播的渠道与途径

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往往具有符号性、动态性、结构性、普遍性等属性，呈现出社会化、人文化的特征。①

故而，考察文献传播学现象不仅要考察文献传播的起源、过程及环境变化，而且应注意文献传播过程中

的社会基础及传播渠道，从而实现文献的文本传播与受众对文献的阐述二者相统一。同时，我们也要注

意文献本身的存在状态及其不同时期、不同载体中的变化动态；甚至，因历代文治环境、传播渠道的不

同，对文献的传播往往会带来诸如文献内容可靠与否、文献载体是否可信、文献是否具备足以征引的证

据价值等方面的难题。不过，文献传播的本质意义不仅体现在文献于受众阐述的活动中，同时还体现在

作者与读者的持续的相互作用。姚斯曾在《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中说：“文学作品并非是一个对

每个时代的每个观察者都以同一面貌出现的自足的客体，它也不是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本质的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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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庆山．文献传播学［Ｍ］．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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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碑。文学作品像一部乐谱，要求演奏者将其变成流动的音乐。只有阅读，才能使文本从死的语言物质

材料中挣脱出来，而拥有现实的生命。”①可见，从“接受美学”的理论看，文献传播学的探讨还应注意文

献受众人群对文献传播意义的揭示与深化，对文献进行文本阐述维度的影响。据此，从文献传播学视阈

进行古代小说研究时，结合古代小说所特有的文献特征及传播特点、规律，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展开。

一、重视古代小说文献本身的存在状态及其动态变化

自《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小说家”归结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 之

所造”②始，不论是见于历代史志与公私书目中的“小说（家）类”作品（俗称子部文言小说），抑或是流传

并盛行于彼时社会中下层的通俗章回小说，均为历代士大夫文人所不屑，甚或不为当时的主流文化所 认可

及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创作小说作品时，所言往往只能在裨益圣教、文治及于社会风尚有益 的情

况下，而后才能强调所写奇物异事、谈资笑噱、轶事趣闻等其他内容。这就使得历代小说的创作，往 往呈现

出一种相较于经史之作而言更加隐晦、随意的特征，从而导致古代小说作品多呈现出自娱、自寓 的创作倾

向，且流传的范围亦有所局限。甚至，历代士大夫文人进行写作时，往往要担当一定的“风险”。 这种“风险”

一方面来源于彼时官府对小说作品的查禁（说详下），另一方面源于社会舆论的鄙薄。比如，

明人瞿佑（１３４１～１４２７）写作《剪灯新话》时，就已坦诚所言“涉于语怪，近于诲淫，藏之书笥，不欲传

出”③。此书涉及明季社会的情欲描写者颇多，后遭受朝臣以“邪说异端”④为由上褶要求查禁。又如，

仿《剪灯新话》而作《剪灯余话》的李昌祺（１３７６～１４５２），“其殁也，议祭于灶，乡人以此短之，乃罢”⑤。皆

是个中典型。据此看来，古代小说的文献存在状态往往会呈现出隐晦、闭塞的特征。这种特征对于据此 探

讨写作者的编纂旨趣、文献流通过程中的版本异样之处，将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从而增加了许多不确 定因

素。

尤其是，通俗章回小说的文献存在状态，更是呈随意与复杂特性。在通俗章回小说刻本流传初期的 明

代中叶，其间的文献载体多为刻本形式，且多与当时的朝廷机构有关。如明代“都察院”刊刻有《忠义 水浒

传》，“司礼监”“内府”等机构刊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山东“登州府”“鲁府”刊刻《西游记》等。而后， 坊间

书贾在这些官刻本的基础上（如《西游记》现存的最早刊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就打出“官 板”旗

号），进行删改，并大量刊刻。可以说，通俗章回小说的盛行离不开书贾的刊刻、创作并流布。然 而，书贾

或文人的诸多删改，致使通俗章回小说出现了篇幅不一、版本各异、内容有别的诸多版本。比 如，《水浒

传》在流传过程中就出现过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廿回本、七十一回本等多种，各本的主要差 异虽集中于

平辽、征方腊等重要事件的描写之中，但于其他方面的细节描写及其间的旨趣，亦多有差异。 又如，在《西

游记》的版刻系统中，“世德堂”本、李卓吾评本、杨闽斋刊本、“四游记”杨志和本及清代“证道 书”系统，各本

的差异亦十分突出。这就导致通俗章回小说的文献形态颇为复杂，文献载体形式异常多 样。时至今日，

我们已很难理顺某一（类）小说的版刻系统及其动态演变历程，更别说细致分析此类小说 的编修缘起及其

意义。造成此类复杂现象的缘由在于，历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往往会对小说文本随意 进行改动、增删、补

削。此类改动不仅体现在诸如将《水浒传》“旱地忽律”错改为“旱地葱律”“旱地葱佳” 等细微之处，亦体现

在对作品情节的肆意改动之中，甚或改变小说作品的人物形象及蕴意。如杨氏清白 堂于嘉靖三十一年（１５

５２）所刊八卷八十回本《岳武穆精忠传》与崇祯间所刊六卷六十八回本《岳武穆尽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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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Ｈ·Ｒ·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Ａ］．莱纳·瓦尔宁．接受美学［Ｍ］．慕尼黑：威廉·芬克出版社，１９７５：

班固．汉书［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１９８６：５３

１．瞿佑．剪灯新话［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３．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５．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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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报国传》中的岳飞形象，就发生了极大变化，后者着力于刻画岳飞“精忠”与“爱国”的形象。① 等等。因

而，通过文献传播学的方式，理顺此等小说的文献状态，是进行后续有关研究的基础。若是我们

对古代小说文献本身的存在状态估计不足，势必无法据此研判此类小说的成书过程、作者问题等。典型 之

例，则如学界试图通过小说文本的“内证法”去探讨《水浒传》等“世代累积型”通俗章回小说的成书时 间。

其间的证据使用、论证方法及研究结论往往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学界热衷从朴刀杆棒、子母炮、土 兵、白

银使用、地理职官制度等“内证”去讨论《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但此类证据的使用，往往未充分考虑 证据的

来源情况。也就是说，此类证据有相当一部分已存在于章回小说《水浒传》成书之前据而抄缀的 “小本水

浒故事”或“水浒戏”中，亦有相当部分的证据原属于《水浒传》中后期的刊本所独有的。此类证 据往往具

有不典型、有歧义及可逆的特征，而非含有鲜明的时间坐标信息，或独一无二的特征（且只能出 现于某一特

定的历史年代）。② 这种研究方式，往往未能充分注意不同的文献载体对小说文本所做的诸多变动，从而

导致讨论者所使用的证据，往往是带有不确定性且非典型的文献载体。其间而作的研判， 引发争议也就

在所难免。

当然，我们还应充分注意古代小说文献及其载体，在流传过程中的社会性、文化性，③甚至文献的拥

有者及传播者对文献所进行的人为变动及引发的争议。换句话讲，由于古代小说尤其是通俗章回小说

往往被时人认为属于“道听途说”、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致使小说作品的写作者或佚名或托名而难以确 考，

小说作品尤其是通俗章回小说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往往易遭整理者、刊刻者随意改动文本，甚至粗制 滥造。

如出版者多以营利为目的，伪托古本，制造噱头，粗制滥造；普通读者也可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理解 对其进

行再加工，随意增删。尤其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世代累积型”的通俗章回小说，在 漫长的积

累过程中，经历了许多不知名的作者参与创作和修改的过程；即使是此类作品成书以后，由于 既不受正统

文人重视，也不受正统文化保护，只受市场规律支配，④导致此类小说作品的文本极为复杂、内涵往往多

样、主题多重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特征。彼时官府、社会上层文人、普通读者等不同社会阶 层、甚至是群

体间的传播行为，对此类小说作品的传播范围，有着深远影响。此类小说作品传播过程中 的官方意识，

与民间视角对小说作品价值的解读重点，亦有别。⑤ 换句话讲，代表不同文化阶层的受众群体，对古代小

说作品的解读有受其本阶层影响而形成的特定的主体意识，对古代小说作品传播的社会 环境的把握难免

各执己见。诸如此类，对古代小说的文献状态将带来相当大的影响。这也是学者据此 展开相关研究前应

该充分注意的。

二、充分注意古代小说的文献载体形式及不同载体间的异同

大略而言，古代小说的文献载体形式主要有小说版本（包括抄本、刻本等），彼时或后世的目录学著

述（如史志目录、官藏书目、私家书目等），相关的族谱与家谱（含墓志铭、庙碑文），时人的札记及笔记记 载

等多种形式。在使用不同类别的文献载体之前，我们应充分注意所使用文献载体进行记录时的时间、 地

点、方式（如抄、刻、过录），及相关信息与讨论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相关还是间接涉及，抑或是旁 证、

反证）。同时，应注意此类载体记录时的消息来源，如文献载体的记录者与讨论对象是否是直接挂 钩，记

录者是否是“道听途说”或通过“第三方”文献获知而转录的，是否是综合多种信息考订推测的，抑 或是主

观臆测的。意即充分考量相关文献所承载的知识（信息）是否可靠。

① 欧阳健．古代小说版本漫话［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２～３５．

② 温庆新．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的方法论思考［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２）．

③ 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

④ 王齐洲．《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４，（１）．

⑤ 温庆新．“戏曲小说”与《也是园藏书目》对“通俗小说”的设类及意义［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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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古代小说的不同文献载体，对小说作者、文本内容及其他关联信息的记录，可能存在差

异。对不同载体的差异之处进行比勘或核实，将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相关研究的另一前提。不过，因不同

的文献载体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受到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甚至出现后人有意改动或作伪的情况，使得

这些文献载体的证据价值大小不一。即便是同一文献载体，在不同的衍变过程中（即充分注意此类文献

载体的动态变化），亦可能出现差异之处。这就会在主观上导致此类文献载体及其证据意义在传播过程

中所形成的传播效果，与文献接受者所进行的文本阐述活动，二者出现分歧。从而导致学者对不同文献

载体中的同一文献内容，进行多样乃至相矛盾的解读意见。

这种现象，同样普遍存在于通俗章回小说之中。典型例如袁枚（１７１６～１７９７？）《随园诗话》不同版本

对《红楼梦》的差异记录及其引发的争议。据研究，早在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八月前即已开雕，①有效纠

正了此前学界普遍认为的此书最早版刻是乾隆壬子（１７９２）的认识。之后，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又仿乾

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小仓山房刻巾箱本，开雕了（约于嘉庆二年以后完成）《随园诗话》１６卷《补遗》１０

卷。② 道光四年（１８２４），又对乾隆壬子刻本进行篡改，重新刊刻。因而，见于文献记录及今存的《随园诗

话》版本十分丰富，达六十余种③，也相对复杂。计有《随园诗话》１６卷《补遗》１０卷（如泰州古籍书店藏

稿本２卷、乾隆五十七年小仓山房刊本、道光四年刊本、道光七年小酉山房刊本、道光十三年刊本、同治

五年三让睦记刊本等），《随园诗话》１６卷《补遗》４卷（如小仓山房刊本、贯经楼藏板本、学余堂藏板本、同

治三年九经堂刊本、同治十年重刊本等），《随园诗话》１６卷《补遗》８卷（如小仓山房刊本、嘉庆元年刊本

等），《随园诗话》１６卷《补遗》１卷（如民国二年上海中华图书馆排印本等），《随园诗话》１６卷《补遗》６卷

（如民国三年上海章福记石印本等），《随园诗话》１５卷《补遗》４卷（如日本内阁文库藏山渊堂刊本林述斋

手校本等），《随园诗话》１０卷《补遗》２卷（如日本文化元年大阪河内屋太助刊本等），《随园诗话》５卷（如

民国三年上海鸿宝斋石印本）等多种版刻系统。在众多版本中，既有家刻本又有坊刻本，诸本的文献价 值

不一。其中，那段为学界熟悉且多用来证明曹雪芹为江宁织造曹寅子辈之依据的文字，即道光四年己 酉本

《随园诗话》所言：“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 盛。中

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 汙潮回热

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出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 束态，笑时

偏少默时多。’”其间的诸多文字并不见载于乾隆壬子（１７９２）刻本。有学者曾对《随园诗话》的早期家刻本

进行了细致比较，发现乾隆壬子（１７９２）之后的刻本（包括家刻本与坊刻本），将乾隆壬子本 “中有所谓”

等字样，通过剜改书版等方式径直改为“明我斋读”，甚至“以抽换整叶书版的方式来达到文 本改动的目

的。”④相比此书的早期家刻本而言，坊刻本更是无“明我斋读而羡之”等字样。在这种认识下，有学者比

对袁枚之孙“仓山旧主”袁祖志（１８２７～１８９８）亲自校印的《随园三十六种》（光绪十九年），发现《随园诗话》

所言曹寅之子曹雪芹撰《红楼梦》、雪芹赠诗妓女等内容，系袁祖志（家刻本的主要刊刻者） 篡改且伪造的。

⑤ ２０世纪初期，由于对《随园诗话》版本的不熟悉、甚至未曾清理过《随缘诗话》版本刊刻变化的胡适、俞

平伯等“新红学家”，据此而作的《红楼梦》与江宁织造曹寅有关的判断。⑥ 现在看来，恐怕问题不少。

可见，通过深挖不同的文献载体与同一文献载体的动态变化对解读古代小说的影响，是可以有效纠正

学界的某些研究思路与研究结论的。

① 包云志．从袁枚佚札看《随园诗话》版本［Ｊ］．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３，（８）．

② 包云志．从袁枚佚札佚文看《随园诗话》版本及刻书时间［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０４，（１）．

③ 蒋寅．就《清诗话考》回应吴宏一教授［Ｊ］．博览群书，２００７，（１）．

④ 郑幸．从《随园诗话》早期家刻本看涉红史料真伪问题［Ｊ］．红楼梦学刊，２０１３，（３）．

⑤ 陈林．关于《随园诗话》版本真伪问题的初步判断［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

⑥ 胡适．《红楼梦》考证［Ａ］．宋广波．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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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载体的传播途径及内容阐述与古代小说的流布

那么，古代小说的文献载体如何进行传播呢？换句话讲，如何把握文献及其载体的符号性、动态性、

结构性、普遍性等属性？

大致而言，古代小说流布过程中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读者通过对文献及相关载体的

阅读学习，直接接触传播对象，从而获得相应的感性认识或理性认知。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古代小说的 品

评。当古代小说的版刻系统混乱、甚或版本已佚而无法据以做进一步研判时，读者直接阅读或评论的 意见，

将是对相关小说作品进行诸如作者问题、成书时间、版本衍变等方面研究的重要文献依据。二是， 文献载

体的所有者或记录者，通过与他人的交流进行传播。如文人雅集、商业活动、当面告知、书信往来 等方式。

这种传播方式往往带有特定的时空坐标，可以从参与谈论的对象各自的文集、言论中，寻找多 重证据。因

而，此类传播方式对于探讨古代小说的流布情形亦颇有益处。三是，通过文献的版本载体之 刊刻而流传。

如纸质文献的刊刻与过录，“丛书”“类书”的收集与整理等。这种传播方式因保留了古代 小说流布过程

中的不同文献载体，故而，有助于比勘同一小说作品在不同文献载体中的差异变化（如单 行本与“丛书”“类

书”之间）。四是，文献接受者的二次或多次转引，听闻于第三者等间接学习方式而获 得。古代小说在流

传过程中，因第一手文献湮没无闻时，可以借助文献接受者的二次或多次转引及谈 论，去佐证该小说的

成书、传播等的存留。不过，由彼时社会知识阶层向民间传播与由民间传播推及上 层知识群体，两种传播

路径对古代小说的传播效果、传播范围、传播意义往往有不同的影响。尤其是，间 接获知的方式，往往会影

响文献传播的准确性及进行文献文本阐述的客观性。这就需要具体情形具体 分析。

在充分注意小说作品文献载体的证据价值及传播途径有别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考虑如何对形式及

价值有别的诸多文献载体进行文本阐述。众所周知，文本是文献传递的内容与受众阐释的对象，文献的 内

涵与意义往往需要通过受众对文本的阅读并阐释而进行的。作为文献传播的重要监督形式，受众者 的文

献评论行为对传播的文本，从形式到内容的描述及阐释、对文献传播效果与意义的分析及评价，往 往会影

响相关文献受利用的情形。据此而言，基于文献传播学视阈下的古代小说研究，应充分注意彼时 或后世的

目录著述、时人的札记及笔记记载等载体形式对文献传播的重要性。此类文献对补充相关小 说作品文本

阐述的缺失作用不容小觑。当对古代小说文本的分析存在不确定性、可逆性、非典型性时， 由于今人距

探究对象的时间间隔过于久远，难免影响到文本阐述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而通过彼时或后 世的目录著述、

时人的札记及笔记等的文献评论行为，将有助于今人进行文本的客观阐述，挖掘讨论文 献的意义。当然，

解读历代读者的诠释行为时，应注意过度诠释对被诠释文献之文本解读的不良影响。

比如，学界探讨《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的早期传播时，通过比对不同版本挖掘 其

间差异的研究方法，无法有效解决此等小说的成书时间与早期传播情况，甚至无法对此类小说作品的 现存

版刻进行体系归纳与系统分类。那么，透过此类小说产生及流传之初的评论者所产生的评论意见， 充分

考虑此类小说不同版本的衍变及其差异，将“内证”与“外证”相结合，实行“理证”与“事证”并重的研 究策略，

或许能够有效推进相关问题的探讨。在这方面的研究实践中，效果较为理想的则属对《水浒传》 成书时间

的讨论。当从《水浒传》文本中寻求“内证”的方法，引发广泛争议而无法有效解决此书的成书 时间时，如

在“内证”法用力甚深的学者，亦逐渐注意从同时期的诸多文献载体中寻求“外证”依据。而此 中充分注意

“外证”且兼顾“理证”“事证”并用力甚深者，当属李伟实、王齐洲、王丽娟等人。他们一方面 抓住“崔后渠、

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 且古来更无有

一事而二十册者”等时人谈论此书的聚会（事件），通过挖掘李开先、陈束、王慎中、唐顺之、 熊过等在一起

讨论《水浒传》的时间界限，①从而展开讨论。另一方面，透过明代的“水浒戏”“水浒叶子”

① 王丽娟．《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Ｊ］．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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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杜堇《水浒人物全图》）①及钱希言《戏瑕》②、熊过《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③、陆容《菽园杂记》④、张丑

著录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⑤、朱有炖“偷儿传奇”二种⑥等同时期的其他“外证”，充分注意不同文献

载体的有关记载，论证过程兼顾“理证”与“事证”，以判断此类“外证”的存在时间、传播情形及与《水浒

传》的关联程度，从而组成系列的证据链以判断《水浒传》的成书时间。

又如学界论争不休的《水浒传》作者问题。这个问题自《水浒传》流传之初始，就已相当紊乱。在《水

浒传》明代刊本的题署、明季目录学著述、相关族谱与家谱、明人札记等《水浒传》流传早期的多种文献载

体中，或作施耐庵，或作罗贯中，或署施、罗二氏，众说纷纭。在这些文献载体中，大部分或作施耐庵一人

（或作罗贯中一人）的文献载体的记录者，与《水浒传》之间并非直接相关，所言的信息来源多系“听”“闻”

或阅读“故老传闻”（如所谓“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序》曾言“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 此

书共一百回”），研判结论难免多属感性认识，甚至存在互抄与随意发挥等现象。而现存《水浒传》早期 刊本

的题署与明代目录学著述，多作“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如郑振铎原藏的嘉靖残本《忠义水浒 传》、杨

定见本《忠义水浒传》等），“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如《百川书志》卷六“史部· 野史”）。同时，郎

瑛《七修类稿》等时人札记、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等早期评论者，这两类文献载体亦将施耐庵、罗 贯中二人

并举。通过这些多重证据可知，施耐庵与罗贯中对《水浒传》最终定型的作用甚大，两人皆是作 品的重要编

纂者，不可随意抹杀其中任何一人。⑦ 可见，若是我们能够充分注意不同文献载体的信息来源、与评论对

象的关系及其记载内容的异同；那么，据以多种文献载体所共有的信息内容而组成的证据 链，将有注意于

进一步辨明讨论的难点，从而规避某些不必要的非学术性争论。

虽说此类研究的结论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论者毕竟为相关研究建立了一个既可以对研究方法及过 程

进行检查、又能对文献载体本身及文献内容解读进行多方验证的讨论平台。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 纲领

方法论》曾指出：科学研究的价值在于所提出的某些理论或假说得到了事实的客观支持或反对；科 学研究

的方法则是通过提供能够有效证明某种理论或假说的事实或文献的正面启发法，以建立保护其 说的“硬

核”证据链；或者通过提出某种具有反面意义的“辅助假说”以建立使其“硬核”得到有效巩固的 “保护带”

证据。当某种“辅助假说”，经过文献记载或经验式的事理推导的证明或证伪的严密论证后，其 将从“辅助

假说”上升为一种具有“硬核”证据的、业已证明的科学结论；即使这些“辅助假说”最终被证明 不可信，它

们也是有价值的———排除了“辅助假说”的多种可能性，使得研究在事实的客观支持或反对中，进一步靠

向真理之一面。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一个可供讨论的、具有科学合理特性的研究平台内， 否则科学研究

的证明或证伪，将任由研究者的主观阐释随意夸大。⑧ 伊·拉卡托斯的观点，将有助于启示我们从文献

传播学的角度，建立一个古代小说研究的科学且客观的讨论平台。———充分考虑不同文献载体的传播途

径及效果，在确定或基本确定此类文献载体的时空坐标及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之后，就可 以据此对研究对象

做进一步的研讨，进而论证具有“硬核”证据且已经证明的“辅助假说”，能否上升为各 方都认可的“定论”！

① 李伟实．从杜堇的水浒人物全图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Ｊ］．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３，（３）．

② 王齐洲，王丽娟．钱希言《戏瑕》所记《水浒传》传播史料辨析［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４）．

③ 王丽娟，王齐洲．《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辨析———以《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为中心［Ｊ］．中山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５）．

④ 王齐洲，王丽娟．从《菽园杂记》、《叶子谱》所记“叶子戏”看《水浒传》成书时间［Ｊ］．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３）．

⑤ 王齐洲．论《水浒传》的早期传播———以张丑著录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为中心［Ｊ］．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０，（３）．

⑥ 石昌渝．明初朱有炖二种“偷儿传奇”与《水浒传》成书［Ｊ］．文学遗产，２００９，（５）．

⑦ 温庆新．文献传播学视野下的《水浒传》作者研究［Ｊ］．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１８，（２）．

⑧ 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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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代文治环境对文献载体传播及文献内容解读的影响

由于明清时期的小说作品，往往“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而致“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

彼时统治者往往担忧此类“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① 故而，明清时期颁布了大量禁毁小说作品

的政令，令都察院、司礼监等中央机关并地方政府严厉焚毁。尤其是，清代康、乾时期，多次颁布诏令 严禁

书贾刊印、书肆贩卖与租赁被查禁的“淫词小说”；针对私撰者、刊印者、买卖者乃至监管不力的官 员，提

出过诸多惩罚措施。从刊刻、租赁、售卖、阅读等诸多环节，严格管控古代小说的流布。可以说，明 清时期

的官府针对古代小说作品长时间、高频率、多层次的诸多禁令，对与小说有关的文献及其载体形 式的传播

生态有着深远影响。这种文献传播的政治控制行为，一方面挫伤了文献传播者与受众的积极 性，甚至致

使受众群体形成对文献及其载体的偏见与排斥；另一方面，导致了与小说相关的文献及其载 体的传播范

围与意义大打折扣，以致压缩了文献传播的渠道与路径。这是学者探讨“世代累积型”通俗 小说成书时间

与作者问题时，囿于文献缺失而各执己见的根本原因。比如，《四库全书总目》之《季汉五 志》提要批判《三

国志通俗演义》“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辨”②，以致《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通俗章回小说并不为

以政教秩序、人伦道德为编纂思想与价值归宿的《四库全书总目》所认可，③从而不为清代统治阶级所认可，

致使此类小说作品在清代往往被当作“诲盗”作品的典型而遭到多次查禁。可以 说，贯穿有清一代的小说

查禁行为，使得涉及明末清初时政问题的时事小说及历史演义小说、与彼时文 治背景不合的艳情小说等

“淫词小说”，往往遭到诸多查禁。乾隆时期，通过编纂《四库全书》的行为以严 控文网，就全毁、抽毁、删改

过数量众多的小说作品，使得被影响的小说作品在“四库全书丛书本”的文献 载体之中，往往与其他版刻系

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同时，不同时期的社会道德、舆论乃至风俗习惯等，对该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文献阅读者的阅读倾

向及旨趣，亦会带来效果不一的影响。古代小说的文献及其载体传播，亦只能在符合特定时期特有的道

德要求、文化秩序及规范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正常有效的授受活动。比如，经历了乾隆时期所谓“若将淫

书一概什袭，流传后代，能保子孙不过目乎？少年心志易惑，是为祖为父者，教之为不肖为禽兽”④等社

会舆论的抨击，彼时的诸多藏书家都将“各种淫词艳曲及诸凡小说之类”（夏敬秀《正家本论》卷下“闲书

勿藏”）⑤，归为不可收藏之列；甚至，周亮工《书影》、阮葵生《茶余客话》、查嗣瑮《查浦辑闻》、孙诒让《温

州经籍志》、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等清季学人就曾对此前的藏书目著录通俗章回小说提出过诸多严

厉批评。⑥ 也就是说，彼时藏书家、士人阶层的批判言论，形成了彼时社会舆论及道德要求对小说作品的

认知意见。这就一方面限定了小说作品的流传及阅读范围，另一方面对彼时小说作品的内容选择亦产生

了深远影响。那些“玷品性”“败闺门”“害子弟”“多恶疾”的小说作品⑦，显然都在社会舆论的高压抨击

之列。此类文治环境已经深深影响古代小说的流传范围与定位品评，必然进一步限制相关作品的文献载

体形式与载体原本内容的存留，⑧甚至影响相关作品的传播范围与意义展现。晚清时期对《水浒传》的

“诲盗”与《红楼梦》的“诲淫”官方定位与社会舆论，就使得此类作品只能当时文教及舆论的严控 下，进

行隐形式的传播。由此而言，学者应充分注意历代文治环境对古代小说文献载体及其流布、文献 内容的

解读所产生的影响。这是据此展开相关研究前所应注意的又一前提。

①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５．

②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４００．

③ 温庆新．试论政教视域下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观念［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１５，（１０）．

④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２４２．

⑤ 陆林．宋元明清家训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辑补［Ｊ］．明清小说研究，１９９７，（２）．

⑥ 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０１～１０３．

⑦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９５～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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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从文献传播学视阈探讨古代小说研究，应充分注意文献及其载体的文本信息源、写作者、文 献

传递者（包括知识传播者、消费者、利用者等）、传播渠道、传播手段及传播环境等方面，暨文献、受众、 传

播活动、传播技术及传播环境等五要素对古代小说传播的影响。从传播学及接受美学的角度讲，一部 作品

问世之后紧接着就是流传过程，是作品的传播和接受使其价值及意义得以体现。探讨作品的意义 只有在

其成书并流布以及在流传过程中的影响范围内进行；即使某作品已成书却未流传开来（注意：这 是一个假

说，并非“事实”证据），从中蠡测该作品的成书过程与作者生平，所有讨论都将属于推论而无法 被证实或证

伪，抑或是缺乏能自圆其说的“硬核”证据或辅助性的“保护带”。此类研究在伊· 拉卡托斯看来是“不科

学”的。新作品成书或流传（借阅、传抄、刻印等）后，就有了信息传播或相关记录，存在被谈 论或被引用等

情况，这是作品被承认存在的前提，也是探讨该作品写作者生平的重要文献依据。因而， 以相关文献记

载为基点，借用传播学的方法讨论古代小说的相关问题，是符合逻辑及学理规范的。当这 些文献记载的

相关信息———诸如记载这类文献的作品及其作者、记录的版本及记录内容的真伪、文献信息点的可靠度、

文献记载所提到的人或事及与时代背景的关联性等方面———可被确定或大致确定时，就可据为参照物以

讨论古代小说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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